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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20 年代末，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风潮对全国几成席卷之势。据时

人回忆，除了普罗文学的口号外，便是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之介绍，

“在这时，一个教员或一个学生书架上如没有几本马克思的书总要被人

瞧不起了”。也正是在此时，由北大校长蔡元培引荐，蔡尚思来到人称

“沪上双壁”之一的大夏大学任教。作为一个年轻的教师、学者，自然

免不了受到新风尚的耳濡目染。特别是，与一些新派师生的接触，引发

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

1931 年秋，蔡尚思转至武汉的华中大学任教。由于讲课风格新潮、

大胆，不少进步学生喜欢选修他的课程。其间，他结识了活跃分子何伟

（原名霍恒德）、黄海滨（原名黄心学）。在他们的带动下，蔡尚思开

始走向马克思主义。课余，志同道合的师生经常秘密集聚，一边热切谈

论国家和民族的出路，一边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著作。当读到《共产党

宣言》时，蔡尚思尤感醍醐灌顶。想到中华民族的百年耻辱，想到早已

腐朽不堪的国民政府，想到数万万深受压迫的劳苦大众，那一刻，他内

心潜藏的革命火种点燃了。

此后，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热情高涨，甚至到达如饥似渴的地步。无论

是译介过来的苏联米汀、日本河上肇等人的著作，还是中国的艾思奇、

李达等人编著的，统统都拿来研读。为了全神贯注，他常独自关起门来，

把书分铺在地上，草成表解多种，随时将所思所感记录下来。整整三年，



他的思想完全浸润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之中。在“偷读”马列著作多达上

百种后，他逐渐信仰科学社会主义，进而成长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对

于思想的巨大转变，蔡尚思赋诗一首：“思想虽复杂，三家可包罗：前

进归马氏，倒退从释迦；尚有孔仲尼，自谓不偏颇。思想随境遇，古来

无奈何。阶级一消灭，不再唱调和。人间成天堂，不念阿弥佛。最后胜

利者，非泰山恒河。”可以说，从 1931 年到 1934 年，蔡尚思在武昌

打下了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

1935 年 9 月，正值而立之年的蔡尚思以“文史特种教席”的身份

受聘于沪江大学。沪江大学是当时著名的教会大学，聘请教师主要以是

否留学美国为标准。蔡先生没有“喝过洋墨水”却被郑重邀请，原因在

于他学问的渊博。谈及蔡先生的博古通今，学界有一个佳话流传。离开

华中大学后，蔡尚思来到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读书。此馆藏书量仅次于

国立北平图书馆，自学界名流柳诒徵任馆长后更是气象一新，尤其是首

创了读者住馆读书的制度和编写出版《图书总目》，可谓“独一无二”。

在南京龙蟠里住馆读书的时光是蔡尚思一生中治学最苦也是最乐的时

期。说是“最苦”，从浩如烟海的典籍，遴选出 200 余万字资料（后为

代表作《中国思想研究法》《中国传统思想总批判》所引据），犹如文

海捞珠，难度之大可想而知。说是“最乐”，他有幸遇到了“学术上最

大的恩人”柳诒徵。柳先生不只亲切地将他比作“采蜂人”“挖矿工”，

还经常打趣他：“你把那些书虫都赶走了！我做馆长，从没有人把这么

多的书看完。”对于两人深厚的学术情谊，蔡尚思总也难忘，毕竟从学



术掌故到社会历史，柳先生给他的启迪是最多的。就连史学巨匠顾颉刚

来南京与他相见时都戏称“是得业，不是失业；是大幸，不是不幸”。

故此，蔡尚思一生都将图书馆奉为“太上研究院”。

蔡尚思的得意之作《中国思想研究法》，正是在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大

量读书积累的基础上完成的。早年投考清华国学研究院时，他就曾向

“四大导师”中的梁启超求教有关中国思想史研究的问题。出乎意料，

他把关于先秦诸子的手稿寄给梁氏后，很快便收到了“更加覃究，可成

一家之言”的回复。无疑，梁氏的勉励使得原本学术志趣就在中国思想

史研究领域的他信心倍增。经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洗礼，蔡尚思形成了

整体的研究设想：“总起来说，就是以我的思想眼光，把中国古来最前

进最精彩的思想材料，和西洋近代最前进最精彩的思想方法，贯通起来，

而之成为一种化合古今中外人我的新方法和新思想。”显而易见，他的

治学理念呈现出兼重理论和史料的特色，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挖掘目力

所及的史料。是故，《中国思想研究法》一经问世，便受到学术界的广

泛赞誉。凭借该著，蔡尚思成为公认的运用唯物史观的学坛新锐。

蔡尚思绝不是埋头书斋的学者，他无时无刻不关注着国家兴亡。伴

随着学术的羽翼渐丰，他成为一名高校阵地上的马克思主义战士。在抗

日战争的烽火硝烟中，沪江大学一度成为上海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中

心。中共沪江大学地下支部遵照中共中央对白区工作的指示，采取了“长

期隐蔽、保存实力、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一直处于秘密活动

的状态。蔡尚思入校伊始，便积极参与抗战活动，甚至将自家寓所作为



中共地下党员的中间联络站。1936 年，他在家中秘密会见了旧知何伟。

这位当初与他一同高谈阔论的青年已经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并担任

全国救国会委员。此后，蔡尚思多次帮助何伟等人暗藏文件、转达书信、

进行秘密宣传，默默支援着中共地下党的抗日活动。

淞沪会战后，沪江大学被日军侵占。蔡尚思携妻儿开始过着颠沛流

离的生活。此时的他在学术界已经颇有名气，汪伪国民政府不时借机拉

拢。起初，汪精卫派下属拿着一尺多长的请柬，邀请他出席“收回上海

租界的隆重典礼”，遭到他的怒斥；接着，汪的亲信陈公博、林柏生等

大汉奸又亲自设宴相请，再次被断然拒绝。看到他丝毫不为所动，一些

亲日分子妄图通过提供谋生之路加以笼络。一些人出面聘请他出任伪大

学的教授，还有一些人提议他为日伪政府的一家大型刊物做主编。面对

汪伪集团的“糖衣炮弹”，困窘的蔡尚思宁愿清贫如洗，也不与他们同

流合污。得知蔡尚思如此艰难的处境，中共地下党组织通过施景兰与他

取得联系。施景兰于沪江大学读书期间入党，与蔡尚思相熟，见面后转

达了党组织希望他赴洪泽湖大学任教的指示。洪泽湖大学是中国共产党

在解放区开办的一所大学。对于蔡尚思来说，这正是翘首以盼的机会！

然而，在当时的局势下，全家生活朝不保夕，只得四处逃难，终究未能

成行。不得不说，这是他生平的一大憾事。

全面内战爆发后，蔡尚思迅速投身革命的洪流。一方面，他立足高

校阵地，以学术直接服务抗战，与国民党反动派展开政治斗争。站在三

尺讲台，他揭露国民党破坏和平的黑幕，大力宣传人民民主思想。拿起



手中的笔，他以本名及笔名“郭生”在《大公报》《文汇报》《时与文》

《民主》《时代》等报刊发表文章，批判国民党政府，引来广大读者的

交口称赞，有的比之“大海孤舟的星星之火”，还有的比之“在齐太史

简，在晋董狐笔”。同时，被激怒了的国民政府教育部电令沪江大学，

“该校中国通史教授蔡尚思，系奸党分子”，应当“密切予以注意”。

蔡尚思不愧是铁骨铮铮的战士，无视敌人的恐吓，继续勇敢地斗争。

另一方面，他以进步教授的身份，发起爱国学术团体，应援全国的民主

解放运动。1945 年，他联合郭沫若、茅盾、马寅初、马叙伦、陶行知、

翦伯赞、郑振铎、叶圣陶、胡绳、杜国庠、周建人等 24 位知名人士，

成立“全国学术工作者协会上海分会”，强烈呼吁“反对独裁、停止内

战”。翌年，他又和张志让、沈体兰、周予同共同创办“上海大学民主

教授联谊会”（简称“大教联”）。“大教联”不仅是上海民主运动的

一面旗帜，而且同北京、南京、青岛等地的民主群体遥相呼应，形成声

势浩大的民主力量，密切配合中国共产党的解放战争。多年以后，蔡尚

思骄傲地说：“党对教授运动的评价是很高的。”或许是出于历史学家

的敏感，他个人留存了许多关于“大教联”的珍贵记忆，这也反映出，

连续担任常任干事的蔡尚思，在“大教联”发挥的作用不容小觑。

新中国成立后，改革旧式的高等教育体制势在必行。为了尽快将原

来的教会大学改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公立大学，身为沪江大学主要

负责人之一的蔡尚思，可谓不遗余力。他先后推出九项鼎新措施，包括

调整办学宗旨、重评教师职称、添聘政治课教授、邀请中共干部来校帮



助思想改造等等。这一系列举措为沪江大学融入新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

奠定了基础。1952 年 6 月，全国开始大规模调整各大高校的院系设置，

沪江大学各科系分别并入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高

校，蔡尚思也调至复旦大学，任教授兼历史系主任。此后，他一直在复

旦校园潜心著述，终成一代学术名家。值得提及的是，1953 年，蔡尚

思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从 24 岁开始执教至耄耋之年功成荣休，蔡尚思耕耘杏坛近八十载。

被冠以“红色教授”美名的蔡尚思，始终心系国家和民族的安危，恪守

“唯民”“亲民”的学术立场，在马克思主义光辉的照耀下，与中国共

产党同向而行，谱写出精彩的人生篇章。（王舒琳）


